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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政治抒情诗专题研究

主持人：湖南师范大学杨经建教授

    主持人语：作为五四以来中国新诗的一种最富于本土特色的文学实践，中国当代政治抒情诗（以下

简称政治抒情诗）对应于新诗史的线性展开，一方面可以归属于传统与现代、诗体的解放与诗美的复归、

时代性与现代性等议题；另一方面，政治抒情诗的历史行程完全可以被纳入思想史、政治史视野，对应

于“时代精神”的凝聚或消散、历史危机与转机的辩证转换。这就是说，政治抒情诗是依托话语的所指

性而进入“及物”写作的诗歌。它首先是时代与诗歌、诗歌与现实互动的结果，而后才是资源、方法以

及命名的问题。两种框架既有重叠，也会有所不同。用世纪的眼光重新审视政治抒情诗的形成、发展机制，

梳理其与 20 世纪历史进程的复杂关联便会发现，它的形成、演进、转换以及其内涵和美学特征取决于

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时代征候，并自觉地介入了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变革。也就是说，政治抒情诗

是在 20 世纪中国社会与诗歌本身都处于剧烈变动的状态下，以现代性框架中的政治文化与审美创造之

间的同谋共构方式完成的，从而成为中国新诗中最具“问题性”的诗歌，这种状态同时也界定着政治抒

情诗的诗学价值，并由此可以引申到对中国新诗诸多诗学问题的思考和讨论。

  本专栏或是从特定话语视角（杨经建、辛捷璐《政治抒情诗：审美意识形态的艺术实践方式》），

或是从某种诗潮现象（许永宁《情感、启蒙与政治的多重变奏——朦胧诗发生的起点、逻辑与变革》），

或是从某一诗人个体（李岳峰《荒原归客的政治情思——论 1980 年代昌耀诗歌创作特点》），重新审

视政治抒情诗创作的诸种可能性，以期拓展政治抒情诗研究的学术空间，激活政治抒情诗研究近似沉默

的状态。

政治抒情诗：审美意识形态的艺术实践方式

杨经建，辛捷璐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政治抒情诗不仅是贯通中国新诗史，也是贯穿中国新文学史的现象级存在，作为中国新诗中

最为成熟的诗歌形态，按历史时段可以简略将其归纳为：一本诗集、两个诗人、三个流派或群体，另

加一个具有诗史级意义的诗人艾青。虽然对“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说法见仁见智，但在审美意识

形态语境中对政治抒情诗进行针对性的话语评释，以审美意识形态来特指、诠释政治抒情诗，既是合

理的，也是可行的。关于这点，既可以通过对政治抒情诗文学史层面的宏观考析来印证，更可以从对

艾青的个案解析中获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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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Lyric Poetry: The Artistic Practice of Aesthetic Ideology

YANG Jingjian，XIN Jiel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Political lyric poetry is not only a phenomenal existence through the history of Chinese new poetry, 
but also through the history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As the most mature form of poetry in Chinese new poetry, 
it can be briefly summarized into: a poetry collection, two poets, three schools or groups, and a poet Ai Qing 
with poetic history significance. Although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on “literature is aesthetic ideology”, it 
is both reasonable and feasible to make targeted discourse comments on political lyrics in the context of aesthetic 
ideology, and to use aesthetic ideology to interpret political lyrics. This can be confirmed not only through the 
macro examin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lyric poetry, but also from the case analysis of Ai Qing. 
Keywords：political lyric poetry; aesthetic ideology; artistic practice; Ai Qing

政治抒情诗，考辩其一个基本前提便是，抒情

话语与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互语（文）性问题。

笔者引进“审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试图将“政

治”抒情诗置于政治文化意识场域，在一种特定

的阐释语境中通过现象分析和逻辑推演，对政治

抒情诗进行话语注释，促进意识形态在审美领地

的诗性建构。同时，审美意识形态借由政治抒情

诗的艺术实践，从而凸显其美学探讨的思想深度

和文学研究的理论价值。

一、文学史意义上的现象级存在

鉴于本文论题的逻辑思路，有必要先将政治抒

情诗进行文学史层面的勘正和考辩，这也是论题

完成必不可少的前置性概述。

政治抒情诗作为一种重要的诗歌形态，既有特

定的主题内涵和艺术形式，又是古今中外各种文

学资源滋养、孕育的结果。从屈原的《离骚》《天问》、

《诗经》的“雅”“颂”开始，政治抒情诗在动

态演化过程中成为贯穿中国文学史的概念。而对

五四以来的政治抒情诗的指认，一般限于两种理

解：狭义的政治抒情诗被定位为 1950—1960 年代

郭小川和贺敬之创作的诗歌；广义的政治抒情诗

除了郭小川、贺敬之外，1920 年代中期以后兴起

的“革命诗歌”及“普罗诗派”的作品也涵盖在内，

如龙泉明的《中国新诗流变论》[1] 就是如此论定的。

政治抒情诗同样也是一个贯穿中国新诗史的重要

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把它放回到中国新诗的

传统中加以考察。限于篇幅，笔者将中国新诗史

上的政治抒情诗，择其要者简略地概述为：一本

诗集（《女神》），两个诗人（郭小川、贺敬之），

三个流派或群体（左翼诗人或普罗诗派、“七月

诗派”“归来诗人”）。

在中国新诗史上，政治抒情诗的源头首推郭

沫若的诗集《女神》。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启

蒙文学，《女神》无疑是启蒙文学开风气之作，

因为启蒙首先是人的发现：“所谓抒情，指的是

个人主体性的发现和解放的欲望。”[2] 而政治抒

情诗本身就内嵌着启蒙意识。《女神》一问世，

便以自我觉醒和个性解放的磅礴气势，积极地参

与到了文化启蒙与民族国家的未来建构中。在诗

人笔下，凤凰涅槃新生的高歌，天狗气吞日月的

呼叫，既有一代启蒙者觉醒的呼声，又有个人独

立的形象化写照，都与五四启蒙时期的社会心理、

集体情绪相呼应，与五四时期的个性自由、思想



27

杨经建，辛捷璐：政治抒情诗：审美意识形态的艺术实践方式

解放的启蒙意识形态相关。《女神》也是一次颠

覆古典格律诗的诗体大解放，它的形式极端自由，

表现出汉语新诗自由奔放的“力之美”。

任何开风气者都会有其莽撞和草率之处，郑敏

先生批评《女神》“开了一个不太好的风气，就

是一种松散、表面的浪漫主义口语诗……这种语

言倾向预示了以后新诗中一直忽隐忽现的伪英雄

气概和滥而失真的中式浪漫主义高调” [3]。的确，

诗歌的本性是艺术，如果以“革命”的方式进行

摧枯拉朽式的革新，虽然有创造的快意，却也会

给诗艺、诗思留下诸多的弊端和历史的遗憾。

五四新文学以启蒙激情催生了郭沫若的《女

神》，在社会革命成为时代主潮之后所掀起的情

感狂飙首先也选择了政治抒情诗。以蒋光慈、殷

夫等为代表的 1930 年代的左翼诗人群或“普罗诗

派”，与左翼作家倡导的“革命文学”相适应，

竭力为政治抒情诗寻找新的创作动力，以超越前

人甚至否定之前新诗的方式，重新构思诗歌与历

史和现实、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由是，“阶级性”“革

命”等意识形态话语开始进入诗歌。普罗诗人以“革

命的罗曼蒂克”的姿态，用诗歌来承载意识形态

话语。蒋光慈的《我是一个无产者》《太平洋中

的恶象》以及殷夫的《别了，哥哥》等诗篇，以

阶级革命为人生哲学，将个人、家庭都归纳于无

产阶级的革命群体，营构了一种超越现实的、纯

属“红色鼓动诗”的抒情模式，并乐此不疲地在

其中感受社会变革的动力和历史前进的方向。“红

色鼓动诗”“对革命的呼唤和憧憬是与对劳苦大

众的同情和歌颂糅合在一起的，这也是早期新诗

政治维度之两种趋向的合流”[4]124。

 “革命”或“阶级意识”是普罗诗人难以回

避的历史的、时代的命题，所谓“意识是第一着，

有了意识无论用什么方法，无论用什么形式，无

论取什么材料都好”[5] 。以诗歌形式过度地承载

意识形态职能，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诗歌是

艺术创造的本色。当“艺术的武器”被蜕变为“武

器的艺术”时，文学也就被简单地等同为 “意识

形态的传声筒”。所有这些，都给以后的政治抒

情诗留下了创作隐患。

1940 年代“七月诗派”的政治抒情诗，是中

国新诗史不可忽略的一章。与左翼诗人的政治抒

情诗中的“政治”主要指“阶级解放”相比，“七

月诗派”的政治抒情诗中的“政治”更多的是“民

族解放”。当民族国家处于危亡之际，政治抒情

诗作为最为敏感的诗歌体式，会随着历史的剧变

而产生震荡和调整。这既是政治文化意识对政治

抒情诗的历史“要求”，也是诗学政治具有“艺术”

可变性的结果。七月诗人们虔诚地《为祖国而歌》

（胡风），他们的政治抒情诗因而也获得了社会

道义的支撑和广泛的民意基础，成为一种“新的

抒情”[6]。

“新的抒情”首先体现在七月诗人持带着刚健

的人格和灼人的诗情，自觉完成了抒情主体的时

代定位，其不屈不挠地参与民族救亡的政治意愿

和道德激情，在诗作中的审美体现就是 “解放之

声和进步之声”[7]。简言之，“七月诗派”的“新

的抒情”，抒写了屈辱与复仇、失败与胜利、压

迫与抗争、危机与新生，是中华民族走向自由与

光明的抒情诗篇。

“新的抒情”的另一创作指归，力推胡风所谓

的“主观战斗精神”。“七月诗派”强调“主观

战斗精神”和主观拥抱客观的美学追求，强调诗

人对于客观世界的主观抒情。问题在于，七月诗

人在高扬“主观战斗精神”时，某种先验的观念

逻辑成为抒情结构的轴心，抒情被一元化、本质化，

致使情感表现等同于艺术创造，七月诗人的不少

诗作因此陷入一览无余、流于表面的境况。

1950—1960 年代政治抒情诗主导诗坛，这既

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应然。至此，政治抒

情诗内部已经产生了良性运行的 “再生”机制，

基本具备了自足性的“文统”，真正建构起以

抒情话语为表征的审美意识形态。无疑，1950—
1960 年代的政治抒情诗成就最高、最引人关注的

首推郭小川和贺敬之。

郭小川和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的兴起，与新

的社会意识形态图景和文化生活的泛政治化相关。

随着社会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自我身份认同，

他们强调文学的文化现实感，力求与时代的呼声、

与人民的心声互相契合，从而拓宽了诗歌的表现

领域，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力度呈现并重构中国

革命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正是在与意

识形态的协谋中，他们的诗歌获得了抒情的权威

性与政治的合法性，从而也使得政治抒情诗日益

成为社会文化公共事件，使之无论是话语内涵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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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情感模式，都被纳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公

共场域中。在“政治”的美学化和“美学”的政

治化上，二人政治抒情诗所作的努力，表达了意

识形态诉求下的“本质真实”，将五四以来中国

新文学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转化为对民族国家

新的本质、新的形象的艺术构建和抒情歌唱。

当然，由于各种主客观上的原因，更因为他们

强调把文学的更新和社会的改造结合在一起，认

为两者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故此，他们的政治抒

情诗在经世致用功能和诗学本性之间，没能体现

出起码的距离和张力，“诗的表现无论在题材内

容、形式结构或形象体系上，都走向空疏博大。”[8]

其最终导致政治实用理性挤压、遮蔽了诗歌的审

美价值。这既是其避免不了的时代困局，也是其

摆脱不掉的历史包袱。

新时期之初“归来诗人”（艾青是其中的旗帜

性人物，后文设有专论，在此姑且省略不议）的

创作形成了政治抒情诗的创作高峰：一方面是对

五四以来政治抒情诗的总结，另一方面深化了政

治抒情诗的建设和发展。伴随着抒情主体诗学意

识的觉醒，“归来诗人”以反思为核心话语，而

反思本来就有沉重而悲怆的“归来”意味，其正

如诗人公刘所写：“既然历史在这里沉思，我怎

能不沉思这段历史。”（《沉思》）“归来诗人”

的反思包含两个相辅相成的维度：创作主题向度

和审美反映、审美认知方式，反思因而成为“归

来诗人”重构自己与世界、与文学的基本关系的

话语依据。正是在反思中，“归来诗人”的政治

抒情诗既有历史理性的质询、民族精神的内省，

也有文化意识的审视、政治理念的持守，所有这

些都在诗歌创作的审美创化中得以生息发育，成

就了政治抒情诗空前的创作成就和文学价值。

五四启蒙文学弘扬“人的文学”，由“人的

文学”而衍生的人道主义演化为中国新文学持续

以恒的精神传统，“归来诗人”以与人道主义传

统对接的艺术胆识，弥合并延续了曾经断裂了的

这一文学传统。对人道主义的追询和思索，使得

“归来诗人”不断向“人”的文学深处掘进。其

关注人的生存权利和精神状态，肯定平凡而美好、

真挚而朴质的人间情感；其追求人格独立，尊重

生命自由，肯定、赞许黑暗或逆境里的人性之光。

要言之，归来诗人的政治抒情诗体现了有助于文

明进步与人性完美的情感态度，以及积极向上的

生命意识和善及天下的人本情怀。

“归来诗人”中的一部分诗人如“九叶诗派” 
或“中国新诗派”原本就颇具现代主义的诗学情致，

在其归来的诗作中现代主义的诗学倾向更为明确

而练达。客观地说，现代主义文学本身与政治文化、

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内在关联，“归来诗人”对

现代主义的本土性转化、吸纳，更多趋向于现代

主义象征诗学的抒情范式。可以说，在“归来诗

人”的政治抒情诗中，诗歌以其特有的审美表达

机制——象征艺术有效地介入社会文化意识空间，

而社会文化意识的表达和发挥作用，则依凭象征

艺术这一审美之维——通过整体性象征的艺术行

为，被熔接、耦合为审美意识形态话语。

如前所述，“归来诗人”的政治抒情诗是五四

以来政治抒情诗创作的高峰，然而，当它成为某

种样板和标范时，无形中也面临着自身的危机，

当下政治抒情诗创作在某种意义上已陷入停滞状

态，似乎可以视为这一危机的表征。

总之，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政治抒情诗是最

为成熟、最为显要的文体种类，探察五四以来任

何一个时段的诗歌，都离不开政治抒情诗。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政治抒情诗体现了中国新诗的最高

创作成就，而是说它以自己的模式——独具特色

的抒情建构及其诗学特色，实现了审美意识形态

的价值预设和美学理想。问题的关键是，“诗人

应该如何让抒情成为一门艺术，诗人如何将政治

与抒情统一于自我的审美创造，如何在借鉴中西

政治抒情诗传统的基础上，让未来中国政治抒情

诗再上新台阶，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而艰

巨的使命”[9]。笔者同意此说并引以为证。也许，

对政治抒情诗如果再作“过度”阐释，也可引发

出另外的问题范畴，不过，这已超出本文的论域。

二、审美意识形态的诗学表述

审美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话语建构，它主张文

学在审美反映中应该与政治文化意识和社会公共

理性予以姻通、耦合。对于文学的本质属性，审

美意识形态强调文学形式与话语蕴藉功能是“一

种在诗性语言的文字结构中凸显着意义之流的‘有

意味的形式’”[10]，应该以文学的审美性整合、

融合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实现审美与意识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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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共治，在审美话语与意识形态的张力中理解

文学的方式。在此意义上，审美意识形态所具有

的泛审美特性，可以为政治抒情诗的意识形态特

质提供美学合法性。

在 20 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中，国家兴衰、民族

存亡以及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一直是推动现代性

启蒙的根本动力。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等启蒙

追求，最终也归结到构建民族国家的现代性主题

上。无论是激进主义、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

无一不在现代性追求和民族主义情绪之间，面临

意识形态的汰择。同样，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

一直处在动荡不安、持续更变的历史走向中，启蒙、

救亡、解放、革命、建设、改革成了世纪性的中

心话语，包括其历史演化和价值冲突，都顽强地

在新文学中表达出来，并积累沉淀为作家们的创

作观念和精神诉求，凝聚为文学的意识形态内涵。

因为，任何文学作品都是某一社会时代的集体愿

望的象征性表征，所以，文学对现实和世界的把

握采用的是实践 - 精神的把握方式。

以五四时期的启蒙文学而言，启蒙文学的倡导

者试图通过文学实践，祛除愚昧思想并改造、重

构思想文化精神，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以造福于国

人。“在民主与科学的世界新思潮的冲击下，为

了适应自由地表达争取独立解放的思想感情的要

求，我们兴起了生气勃勃的文学革命。”[11] 显然，

启蒙文学无非是在“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即审美

形式中表达启蒙理性，提供与审美意识形态一致

的“美的理想”。像《女神》之类的政治抒情诗，

强调创作主体的自由，主张艺术是自我的表现，

追求艺术的独创性，推崇情感、想象、灵感以及

狂飙突进的风格气势。与此同时，诗人们关注思

想改革和社会变革，反抗现实黑暗与旧的传统，

试图通过启发民智、唤起民众参与到民族国家的

现代性建构中，正是这种启蒙化或现实化的潜在

目的赋予《女神》类政治抒情诗以审美意识形态

属性。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文学被视为意识形

态的客体化对象，文学审美结构被注入明确的意

识形态性。阿尔杜塞认为，在艺术、意识形态与

现实社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结构性关系，其中的

意识形态就其本质来说是现实社会在实践上的一

种结构性文本，直接构成艺术表达的结构性要素。

文学只能是以陌生化的语言、震惊的阅读体验等

一系列审美方式使人们模糊觉察到意识形态的存

在 [12]。伊格尔顿受阿尔杜塞影响颇深，在《审美

意识形态》《批评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导论》

等书中，他从意识形态视角对文学这种关于审美

的“科学”进行了历史与逻辑的剖析，论证了意

识形态自始至终都是关乎文学本体的核心概念：

文学生产的对象是文化意识形态，它的工具是语

言，它的方式是审美，它的产品是文本意识形态，

文学是人们从经验上抵达意识形态的最有启发性

的方式。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话

语，而且它还是一种深刻的批评话语和文学实践

形式。在詹姆逊看来，审美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

“审美或叙事形式的生产将被看作是自身独立的

意识形态行为，其功能就是为不可解决的社会矛

盾发明想象的或形式的‘解决办法’。”[13] 从而

指明了文学审美形式、创作机制与社会意识形态

行为的双重内涵，这成为其审美意识形态批评的

逻辑起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有其特

定的批评语境，体现了西方左派革命落潮后的时

代愿望——坚持审美话语对社会现实的介入能力，

强化文化批判、文学批评与社会思想语境的对话

能力。文学创作与批评成为知识分子在审美意识

形态领域中争取文化话语权的合法方式，一种充

满现实政治激情与乌托邦想象的审美救赎形式。

国内学术界对审美意识形态的讨论始于 1980
年代，钱中文、童庆炳等人在这个理论命题的形

成和演绎过程中处在引导地位。虽然他们对于审

美意识形态存在着不同的表述和阐释，但他们对

于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这一提法都表示支持和认

可。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从文化批判维

度来诠释审美意识形态，那么，国内学术界更多

地是从文学批评角度来研讨审美意识形态。钱中

文最先提出“文艺是一种具有审美特征的意识形

态”[14]，并系统地阐释了这一命题，就文学的各

层次本质进行了界定与确认：“ 把文学视为一种

审美文化，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把文学的第一层

次本质特性界定为审美的意识形态性。”[15] 童庆

炳所主张的“审美意识形态”与钱中文的大体一

致——认定审美意识形态是文学的“第一原理”，

同时又有所不同，具体表现在：一是审美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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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是与哲学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道德意识

形态平等相处的，它是独立整一的 [16]；二是 “审

美意识形态”具有包容性，一切政治的、历史的、

教育的、道德的、宗教的甚至科学的内容都可以

溶解于审美意识形态中，文学因而才会无比广阔

与自由 [17]。

由钱中文、童庆炳等提出的审美意识形态论，

一方面，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了相似性

的印证，另一方面，其既避免了文学庸俗社会学

的片面性，也避免了文学形式主义的极端性，适

应了重新思考、评估文学本质的时代需要。质言之，

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在文学观念的批判性反思和现

实文学经验的综合性考察之上的结晶。

诚然，关于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学术

界见仁见智，有不少争议；笔者也认为，将这一

命题涵盖于整个文学，尤其是将其视为文学的“第

一原理”，的确有待商榷。或者说，文学是审美

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全称肯定命题（判断），缺乏

足够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试想，一旦人们追究“文

学是什么”？审美意识形态或许并非是唯一的答

案，借用一种说法：“由于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过

于强调对当下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提供‘想象性的

解决’方案，从而跌入了理想主义的话语镜像之

中。”[18] 倘若转换一下思路，采用一个特称肯定

命题（判断）——以审美意识形态来特指、诠释

政治抒情诗，在审美意识形态的语境中对政治抒

情诗进行针对性的话语评释，在两者之间确立化

约性的逻辑关系，既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由此，

审美意识形态通过政治抒情诗形塑了一个理想的

文学共同体，而政治抒情诗在审美意识形态那里

是以审美方式展现的文化实践与思想验证。

这意味着，政治抒情诗不仅是“美学的”，而

且是“意识形态的”。从诗学层面而言，政治抒

情诗对意识形态话语的审美言说必须通过语言形

式、结构方法、诗学意蕴等元素来完成；其中既

体现了对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状况的独立性

观察、体验和思考，又能坚守诗歌自身的审美性，

维系文学创造的活力和地位。从意识形态层面观

之，政治抒情诗采取了各种各样民族化、大众化

的形式，以及对西方诗歌的借鉴，强调从情感、

价值、态度、心理、精神、观念等人文层次去塑

造个人的自我意识，不断激发人们（诗人、批评

家、读者）去主动参与思想文化变革和介入社会

革命。实际上，诸多政治人物（如李大钊、陈独

秀、瞿秋白、毛泽东）都富于政治抒情诗人的本

色，擅长用诗歌抒发、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如此，

政治抒情诗不仅涉及单纯的诗学的或艺术的维度，

更被赋予强烈的意识形态的价值功能，“美学的”

和“意识形态的”从两个不同方向汇合一体，彼

此渗透、转化，相互支撑、指涉。这种张力往往

更能显示出政治文化意味：除了诗歌的意识形态

品格常常要通过一种主体性色彩极强的“语言无

意识”呈现之外，外部的时代政治也通过诗歌的

意识形态品格实现其教化功能和现实价值；而且，

这种功能与价值在诗歌文本中的显现程度，可以

反映外部意识形态的变化以及政治文化对诗歌本

身的要求程度 [19]。

政治抒情诗更是一种高度语境化产物，它的形

成、演进、转换，其内涵和美学特征取决于特定

的政治文化和时代征候，并自觉地介入了现代中

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变革之中。也就是说，政治

抒情诗与审美意识形态，是在 20 世纪中国社会与

诗歌本身都处于剧烈变动的状态下，以现代性框

架中的政治文化与审美创造之间同谋共构的方式

完成的，所以，它的诗歌形象必将有一番独特的

美学风貌。

以新时期初备受关注的“朦胧诗”为例。一般

而言，将“朦胧诗”归于政治抒情诗似乎难以服人，

但如果考虑到 “朦胧诗”中的相当一部分重要作

品，如《相信未来》《回答》《一切》《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风暴过去之后》《不满》《墙》《一

代人》《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雪白的墙》《纪

念碑》《沉思》《北方和他的反光》《大雁塔》等等，

完全称得上是政治抒情诗范本。实际上，对于朦

胧诗人来说，“政治是想回避都回避不了的事情，

它是整整一代人的记忆、良心、号召、经验、词

和梦想的一种含混而扰人的综合，是诗歌写作中

的个人语境必须面对的公共语境”[4]127。 

“朦胧诗”创作的思想文化背景是 1980 年代

的新启蒙思潮，如顾城就希望通过诗歌“去照亮

苏醒或沉睡的人们的心灵” [20]。1980 年代的政治

上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文化上的新启蒙思潮之间，

虽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价值诉求差异，但两

者又确实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同构性或共通性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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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文化思想界的讨论无不紧扣思想解放、拨乱

反正的时代主题，而知识分子启蒙话语与主流意

识形态话语之间也是彼此呼应的。事实上，新启

蒙思潮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政治乌托邦冲动——特

定历史条件下人的自由和解放力量，“朦胧诗”

便诞生于这种美学与政治的双重乌托邦的时代母

体。诗人们一方面要表现自我，如梁小斌《中国，

我的钥匙丢了》中的那个失落的、在奔跑中寻找

的“我”，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里的

那个“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在

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中那个痛

苦的理想主义者的“我”。另一方面，诗人虽然

远离政治权力话语中心，但在心灵的追询和迷惘

的探索中，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社会的关注和

对时代的忧思；他们注重表现现实矛盾和民生疾

苦，抒写对非理性化的社会现实的焦虑和失望，

呼唤良知、理想和正义。当顾城以“一代人”的

身份说出了“黑暗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 我却用它寻

找光明”，当江河表示“我想／ 我就是纪念碑／

我的身体里垒满了石头／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沉

重／ 我就有多少重量”（《纪念碑》）时，“朦

胧诗”从一个新的视野和角度升华了政治抒情诗

关注时代、忧国忧民的可贵品格，并有效地消除

了之前政治抒情诗存在的某些创作痼疾，亦即，“朦

胧诗”其实一开始就有着对审美意识形态的自觉

回归。

“朦胧诗”之“朦胧”风格，引起学界颇多争议，

其实质是诗人们想凭借诗歌文本的感悟方式和语

言表述上的“朦胧”，重建关于自我和时代的深

度抒情，将主体对外部世界的体验和认知转换、

生成审美意识形态关系，通过个人的写作与社会

建立起新的关系。所以，当诗人说出“卑鄙是卑

鄙者的通行证 / 高尚是高尚者的座右铭”时，是对

附着于抒情话语上的意识形态的揭示——思想解

放和新启蒙运动关于人的现代化形象的建构。

三、一个经典性的政治抒情诗人——艾青

艾青既是中国新诗史上首屈一指的诗人，也是

中国诗坛少有的具有世界声誉的诗人，问题更在

于，艾青的诗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政治抒情

诗，诸如《大堰河——我的保姆》《我爱这土地》《雪

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手推车》《黎明的通知》《向

太阳》《在浪尖上》《鱼化石》《古罗马大斗技场》

《光的赞歌》等脍炙人口的名篇。

艾青的政治抒情诗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典型

文本，其意识形态的话语内涵可以简括为：与时

代同悲欢，与人民共命运，这也是通常说的宏大

叙事。诚然，不同的叙事方式源于文学对世界叙

述的不同需要，都有其不可低估的艺术审美价值

和社会文化意义；而在葆有艺术价值的前提下，

宏大叙事比非宏大叙事更容易获得社会文化意义，

更符合政治抒情诗的意识形态话语诉求。

与人民共命运，意味着艾青政治抒情诗创作的

逻辑起点是“人民性”。“所谓的人民性精神就

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意识的传承和转

化，也就是说它包含着西方人本主义的价值内涵，

又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民族意识。”[22] 就

此而言，艾青笔下的“人民性”是政治情怀与人

道关怀的交织，是两者审美诉求共鸣的结晶。它

不仅有历史观念的意义指涉，也有对人本意识的

当下把握。一旦以“人民性”为本的宏大叙事成

为艺术创造的出发点和审美归宿，抒情诗也就成

其为政治抒情诗。

艾青的政治情怀和人道关怀立足于贫苦劳动

者的立场和民族苦难的基础上。“首先是要同情

困苦的人群，了解他们灵魂的美，只有他们才能

把世界从罪恶中拯救出来。”[23]175 艾青以个体的

苦难（大堰河的儿子）去感受人民的苦难和民族

的苦难，用自己的良知来承担苦难。他的诗不单

停留在屈原的 “哀民生之多艰”的悲叹和杜甫的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忧愤，而是呈现

了以“人民性”为基础的对“向善”原则的价值

追求。在艾青看来，一方面“善是社会的功利性；

善的批判以人民的利益为准则。没有离开特定范

畴的人性的美；美是依附在先进人类向上的生活

的外形”。“凡是能够促使人类向上发展的，都

是美的，都是善的，也都是诗的。”[23]171 另一方

面“诗人永远是正义与人性的维护者”[23]171，“诗

是人类向未来所寄发的信息，诗给人类以朝向理

想的勇气”[23]86。只有促进社会进步与人性向善，

用灵魂的美才能把世界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在《雪

落在中国的大地上》艾青低吟着：“雪落在中国

的土地上 /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同时又不无疑

惑地追问：“中国 / 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所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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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的诗句 / 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 他意识到

苦难中的人民需要的是温暖与光明，于是在《黎

明的通知》中预告：“而且请你告诉他们 / 说他们

所等待的已经要来”，“我将带光明给世界 / 又将

带温暖给人类”。 艾青对生存于苦难中的人民寄

以悲悯和同情的同时，更为其挣脱苦难走向自由、

光明的前途发出至诚的祝祷。在《古罗马大斗技

场》中，艾青先是对漠视人的生命、剥夺人的自

由和权利的专制社会进行尖锐批判和彻底否定，

表现出对“善”及终极价值——人道关怀的强烈

追求；然后在诗中呼唤“‘不要做奴隶！／要做

自由人！’”并且希望“觉醒了的人们誓用鲜血

灌溉大地／建造一个自由劳动的天堂！”在这里，

诗人的政治激情与文化反思有机地交融在一起，

超越了国家和民族而上升到对人类生存、人性自

由的期望。可以说，诗人只有通过对此岸世界的

关怀，才能使对彼岸世界的关怀获得现实的、人

文的、美学的价值。

总之，在艾青的政治抒情诗中，政治情怀与

人道关怀在审美层面上互存互释并形成抒情张力，

这种抒情张力熔铸出审美意识形态意义，在很大

程度上弥补诸如一味强调意识形态功能可能带来

的创作局限。

所谓与时代同悲欢，就像艾青在《时代》这首

诗中面对“时代”召唤时：“我向它神往而又欢呼”，

“为了它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 / 交付给

它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在《诗与时代》

一文中艾青又如此表述：“这伟大而独特的时代，

正在期待着、剔选着属于它自己的伟大而独特的

诗人。”在他的政治抒情诗中，以家国情怀为抒

写意向，以匡时济世为人生取向，诗人、诗歌和

时代组成了一个有机性的整体结构，而创造“时

代的诗情”[23]158 成为他孜孜不倦的艺术追求。

艾青的“时代的诗情”源自于一种政治责任

伦理，其体现为忧国忧民之心的忧患精神，做“时

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的使命意识。“最伟大的

诗人，永远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

最高的艺术品，永远是产生它的时代的情感、风尚、

趣味等等之最真实的记录。”[23]160 他的诗歌的巨

大声誉得益于时代之推力，与此同时，其由文字

所抒写的时代情绪、意志，也获取了表达时代、

重塑时代的力量。

艾青的诗歌创作成就集中在两个时期：抗战时

期和新时期。艾青在抗战前期创作的政治抒情诗，

堪称那个时代经典之作。作为“时代的吹号者”，

艾青行走在“中国的土地上”，耳闻目睹了战乱

时期民众的苦难和民族的危难，与屈原、杜甫等

古代诗人感时愤世、忧国忧民的精神传统产生了

心灵契合。像《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爱这

土地》等脍炙人口的诗作，“正是从‘小我’的

真诚和深切出发，却蕴含着强烈的时代创痛，表

达了难以排遣的民族苦难和生存苦闷，以及对未

来、对自由难以遏制的渴求，它是将自我与时代

融合和升华的杰出作品”[24]。

艾青在最大限度感受人民的苦难和民族的忧

患、为之唱出忧郁的歌时，并没有泯灭希望之火，

而是强烈地祈求新生、渴求光明。在《太阳》《向

太阳》《黎明》《黎明的通知》等诗作中，艾青

在令人窒息的黑夜中召唤黎明、呼唤光明：“趁

这夜已快完了，请告诉他们 / 说他们所等待的就要

来了。”（《黎明的通知》）正如《我爱这土地》

中那只用“嘶哑的喉咙”歌唱的鸟，尽情地召唤

着“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所有这些都

昭示出，生活在这片苦难土地上的人民将会通过

奋起反抗和发愤图强，迎接黎明的到来，超越苦难，

获得新生。

新时期到来之际，艾青回归时代的中心。虽

然经历了人生磨难和精神创伤，但在艾青看来，

过度的沉湎于个人世界是对于自我责任的逃避，

关注时代也正是关注自我：“个人的痛苦与欢乐，

融合在时代的痛苦与欢乐里，时代的痛苦与欢乐

也必须糅合在个人的痛苦与欢乐中。”[23]165 在新

的社会文化语境和新的“时代的诗情”融洽下，

他重新拾起那支“芦笛”唱起“归来的歌”。

如果说，艾青抗战时期的政治抒情诗表达的是

时代的忧郁，那么，他新时期以来的政治抒情诗

表露的则是时代的忧思。与抗战时期的政治抒情

诗相比，艾青新时期的“时代的诗情”更为宏阔、

深邃、恒远。他将个人情感和生命体验，与时代

命运相连接，通过感同身受方式去把握人民意志

和民族精神。他还是那个“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

深沉”的诗人，在对个体遭遇和历史创伤的反思

中一方面提出“朝向光走的时候 / 不要忘记后面的

影子”（《光的赞歌》），另一方面宣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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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真理 / 我们要的是太阳”（《在浪尖上》）。

其中堪称“诗体哲学”的《光的赞歌》不但是新

时期以来艾青的巅峰之作，也是他继《大堰河——

我的保姆》后又一首里程碑式的诗作。这首诗可

以说是艾青人生历程的总结：他一生都在寻求光

明，在光明的感召下，艾青意识到自己充其量是 
“大火中的一点火星”，只有投入 “火的队伍、

光的队伍 ”，将个人融入时代中，准备着“在关

键时刻有一次闪耀 ”。由此，艾青将以个人解放

为目标的责任伦理，扩升到以民族解放、人类自

由为目标的更为博大、恒远的责任伦理上。艾青

不仅清醒地意识到，“甚至光中也有暗／甚至暗

中也有光／不少丑恶与无耻／隐藏在光的下面”；

与此同时，他更从纵深的时间过程和广阔的空间

范围赞颂“光”，认为举凡所有的宇宙变迁、社

会变更都归结于“光”的作用，因为“光”具有“民

主之光 科学之光 真理之光”的意义，是人类

进步与希望的象征。光明终将战胜黑暗，这既是

历史发展的客观真理，也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前景，

进而他重申了自己在《黎明的通知》中的祈盼：“我

将带光明给世界 / 又将带温暖给人类。”

在与时代同悲欢中引导人们摆脱蒙昧、祛除黑

暗、追求光明，并将其视为历史发展趋势和民族

前进方向，是艾青的“时代的诗情”的创作旨归。

通过“时代的诗情”而“存在于诗里的美，是通

过诗人的情感所表现出来的、人类向上精神的一

种闪灼”[23]173，而“人类向上精神的一种闪烁”，

所指向所抵达的正是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政治抒

情诗的最高精神境界。

艾青对中国新诗诗体形式的贡献有目共睹，

陆耀东先生曾赞许艾青：“自由体诗到艾青，是

它的发展史上臻于成熟的标志之一。”[25] 从已有

的研究成果可推演出，艾青诗歌的诗体形式或“艾

青体”包涵两点：自由体格式和口语化语言。很

明显，最足以体现艾青式自由体诗的是其政治抒

情诗。进而言之，如果说艾青的政治抒情诗实为

审美意识形态的典型文本，那么，其政治抒情诗

的诗体形式，可以作为由审美意识形态所衍生的

“审美意识形式”来领会。

在艾青的诗学理念中，政治抒情诗既不能“散

文化”以至于缺乏诗情诗艺，也不能“格律化”

到诗体形式单调、拘泥。诗体形式是为了充分表

现主体情思，主体情思“在诗人的国度里，是以

他们能否提高人类的崇高的情操为标准的”[23]223，

诗人应该以此去赋形构体。艾青认为诗歌形式“是

依照变动的生活内容而变动的”；“诗人应该为

了内容而变换形式，像我们为了气候而变换服装

一样”[23]190-191。亦如伊格尔顿强调的，“文学形

式的重大发展产生于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时

候”[26]。他看重文学区别于物质生产现实的审美

形式，意在从审美意识形态视域去阐述文学产生

的结构机制和社会历史表述方式。

已有不少学者论述了“土地”和“太阳”是

艾青诗歌中的两个中心意象。同理，艾青的政治

抒情诗采用的自由体格式和口语化语言，也是仰

仗“土地”和“太阳”——民众苦难深重和民族

光明在前予以象征性寄托，并通过对人民和民族、

现实和历史的不断沉思来参悟个体生命的价值。

亦即，艾青的政治抒情诗树立了一种文体样式——

以自由式为表征，不断在发展中创造自身的“艾

青体”，一种颇具现代性意味的诗体。“艾青体”

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式，“依附在先进人类向上

生活的外形”[23]173，发露了艾青的政治抒情诗诗体

形式的意识形态表达机制。广而言之，对于政治

抒情诗来说，诗体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代诗人、

一段历史、一种文学存在的表征。

虽然，“艾青体”并不意味确立了政治抒情诗

的诗体形式规范，指引了政治抒情诗诗体形式的

发展方向，但是，它的成功至少能够为政治抒情

诗乃至整个新诗的诗体形式探索提供良好的启迪。

毋庸讳言，艾青的政治抒情诗历经半个多世

纪的创作，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少数败笔之作，

其中又集中在 1950 年代，诸如这一时期的《献给

斯大林》《国旗》《我在和平呼吁书上签名》《我

想念的祖国》等诗作。如果将《我想念的祖国》与《我

爱这土地》相比，其高下优劣一目了然。究其缘由，

大概是在特定的时势下，艾青笔下的人民性被简

化成阶级性，过度的政治激情取代了“时代的诗

情”，其诗歌创作服从的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

目的，却不符合审美意识形态的艺术逻辑。加之，

迫于时势，他只能弃用一直以来他所擅长所追求

的话语方式和艺术形式，将极具个人性、复杂性

的抒写简化为客观性、单一性的表达。至于艾青

诗歌中出现这样的诗句“斯大林的功德，超过天

杨经建，辛捷璐：政治抒情诗：审美意识形态的艺术实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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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太阳；/ 斯大林的事业，使人民蒙受荣光！ /
斯大林的思想，哺育全世界人民 /——斯大林的恩

情，比海洋更深更广……”客观地说，这不是艾

青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整一代中国诗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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